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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史料发现的三个层次

张 秋 升
（天津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天津３００３８７）

　　摘　要：史料是历史研究所必须，主体与史料的关系是反复不断的对话关系。主体对史料的发现可分为发现

史料的存在、发现史料的价值、发现史料中的历史信息三个层次。史料三层发现的成因是：现实需要的引领，史学

理论与方法的激发，主体知识结构和价值观念的制导。史料三层发现启发我们应具有泛史料意识、史料平等的观

念和重视史家修养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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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是过去真实发生过的一切。随着时光的流
逝，这真实发生过的一切无可挽留地渐次退到了宇
宙中某一黑暗的角落，一去不返，永不再回，虽留下
一些零碎断片，但就其整体原生态而言，它再也看不
见，摸不着，听不到，无法重现，不可再生，永成定格，

难以复原。对于今人而言，有且只有各种各样散落
的零碎断片———史料是通向那消失了的历史的唯一
桥梁。朗格诺瓦说：“历史由史料构成，史料乃往时
人类思想与行为所留遗之陈迹。……无史料斯无历
史矣。”［１］（Ｐ３）梁启超也强调了史料对于历史研究的
极端重要性：“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
确，则无复史之可言。”［２］（Ｐ４０）千百年来，凡治史者无
有一人能绕开史料，无有一史不引征史料，人们无不
汲汲于史料的搜集、整理、鉴别和运用的工作，力图
在此基础上，复原历史，重构过去。

史料是过往社会遗留下来的各种痕迹，既然历
史是过往的全部，那么，从逻辑上说，一切遗痕皆可
作为史料。古代学者多注重文字的记载，有天地间
一切著作皆是史的说法，近人除了仍然主张“一切的
书籍”都是史料外，又越来越重视实物史料。梁启超
分史料为“文字记录以外者”和“文字记录者”两大
类，前者又分“现存之史迹”、“传述之口碑”和“遗下

之古物”三种［２］（Ｐ４２－４８），并留下了一句名言：“史料
之为物，真所谓‘牛溲马勃，具用无遗’。”［２］（Ｐ５４）宁可
对史料的界定颇能代表这种泛史料观念：“凡是过去
的或涉及过去的东西，能够经过它们认识过去历史
的，都是史料。”［３］（Ｐ１１１）波兰的托波尔斯基则从信息
论的角度定义史料：“史料的概念包括关于人类在过
去的生活的一切信息，以及信息的通道。”［４］（Ｐ３８４）上
述种种泛史料观念与历史的包罗万象无疑是相匹配

的，因而也是合理的。
不过，相对于过往真实发生的一切，这遗留下来

的种种痕迹，毕竟是沧海一粟、九牛一毛，况且又极
为丛杂，充满伪谬。这便逼迫我们，一方面要无限扩
张史料的范围，另一方面又要极力提炼史料的纯度。

这就必须有正确的史料观的指导。可多少年来，无
数史家在历史研究中处理史料的实践经验，并未给
予很好的总结，更没有提升为理论，而旧有史料观念
中的精华亦未得到很好的继承和发扬，出现了认识
上的较大偏颇。如平等地对待各类史料的观念就受
到了歪曲，地下新史料的发现，诱使着一些人弃旧求
新，而非新旧并重。笔者以为问题的关键在于对主
体与史料之间的关系认识不清，故不揣浅陋，由此入
手，进行初步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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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史料发现的三个层次
关于主体与历史之间的关系，英国史家卡尔说：

“历史是历史学家与历史事实之间连续不断的、互为
作用的过程，就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休止的对
话。”［５］（Ｐ１１５）但过往的不可直观性，迫使史家与过去
的对话，只有通过史料这唯一的媒介来进行，或者
说，这一对话最终落实为史家与史料的对话。可这
场永无休止的对话因一方的哑然无声而存在极大的

困难。史料本身并不会开口说话，你必须对他发问！
“历史认识中，认识主体占有主导的地位，认识主体
的主观能动性是极为强大的”［３］（Ｐ１０５），问什么、怎么
问，以及能否得到答案，与主体直接相关。这一对话
实际上就是主体探索发现历史的过程，只不过这一
探索发现需要反复进行。卡尔的“永无休止”一词点
明了这一对话的动态性。这一动态的过程表现为两
个方面：一是群体与全部史料的动态对话；二是个体
与史料的反复对话。需要说明的是，我们所说的主
体，主要指史学家，但也不排斥一般人，否则，就取消
了普通民众探索历史的资格，这与科学精神和伦理
精神都是相抵触的。笔者将这一动态的过程分为三
个阶段，亦即三种情况，谓之曰史料发现的三个层
次，即发现史料的存在、发现史料的价值、发现史料
中的历史信息，也可简称为史料的三层发现。托波
尔斯基曾将史料分为潜在史料和有效史料两类：“历
史学家可能从中获取关于过去的信息的任何事物都

属于潜在资料，有效资料则是历史学家已经获得或
准备获得的信息项集合。”［４］（Ｐ３８５）我们不妨将其划
分再细致一些，并与史料的三层发现相对应，将史料
分为潜在史料、现实史料和具体证据三类，而主体与
史料的相遇亦可分为偶然碰到、有意寻找、特意关注三
种情况。
依泛史料观念，一切过往的遗迹均可作史料，可

有人对此却视而不见，或见而不识，他们固然发现了
其存在，但根本意识不到其价值；有人知道这种存
在，并了解其包括史料价值在内的诸般价值，但这史
料究竟包含怎样的历史信息，尚不知晓；当有人不但
知道这种存在的史料价值，而且发现了其中蕴含的
历史信息时，这种存在方才由史料上升为证据，但对
证据的解读依然存在着主体间的差异。这三层发现
的结果，因主体的不同而不同：有的视而不见或见而
不知；有的知其价值而不知其中的信息；有的则能钩
稽出其中的历史信息，这正是如人入海，一入一深。
具体说，所谓发现史料的存在，即不论群体还是

个体，原来大家都不知道这一存在物，现在被发现

了。这类发现往往具有偶然性，常常可遇而不可求。
王园箓发现敦煌藏经洞，某人在图书馆发现了尘封
已久不为世人所知的手稿等等，只要是此前人们不
知道的存在被人们感知到了，即可归入这一层次。
发现史料的价值可以包括发现此存在的物利价值、
文化价值、史料价值三个方面，这意味着主体与此存
在发生了价值关联，象有人知道了甲骨文可以牟利，
有人意识到甲骨文可以用于研究文字学，有人则认
识到甲骨文可以用于探索殷商史，就后者而言，就是
发现了此存在的史料价值，但此时对其价值的判定
还没有清晰化、具体化，只是对这一存在的史料价值
有一大体估价而已。所谓发现史料中的历史信息，
即发现具体的史料或发现历史的证据，不同史家或
同一史家在其不同的研究阶段，其史料的发现是不
一样的。就不同主体之间的差异来说，梁启超曾赞
扬王国维“从人人共见之史料”中钩稽出周宣王伐玁
狁之役［２］（Ｐ７４）；王国维、李振宏曾注意到，郭沫若和
范文澜都笃信马克思主义的五种生产方式理论，并
都力图以此解释中国的历史进程，但一个主张春秋
战国之际封建说，一个坚持西周封建说。更有趣的
是，他们都运用了《诗经·周颂·臣工篇》、《诗经·
小雅·大田篇》、《诗经·周颂·载芟》中相同的史料
［６］（Ｐ９－１１）。同样面对甲骨文，王国维注重了殷先公
先王及殷商制度，郭沫若则注重了农作物、耕稼、井
田制、战争等信息；同样面对唐诗宋词明清小说，有
不少史家已经意识到了它们的史料价值，可是，又能
有几人如陈寅恪、漆侠、卞孝萱等人那样，发现其中
独特的历史信息？就同一史家主体而言，在不同的
研究阶段对于同样的研究领域，所发现的历史信息
也不一样。严耕望说：“一个人做学问，如果努力不
懈，他的方法、悟解一定能愈老愈进步，也愈邃密
……例如我写《唐仆尚丞郎表》，就比秦汉、魏晋南北
朝两部《地方行政制度》精密得多；五十岁以后写唐
代交通问题，又比《唐仆尚丞郎表》写得精密。”他又
举自己研究北魏军镇为例，认为自己推论北魏御夷
镇的位置和经纬度日益精密［７］（Ｐ１６８－１６９）。严耕望
的陈述，非常生动具体地说明了史家对史料的发现，
是一个与史料反复对话、不断发现新的历史信息的
过程。
总之，人们对其不感兴趣的东西往往视而不见，

听而不闻，一个人若没有历史意识，见到再多的史料
存在也没有意义；当一个人知道了这种存在的价值
时，不论是物利价值、文化价值还是史学价值，这一
存在才真正与主体发生了关联，从而有了意义；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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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这一存在被史家进行了深入具体的研究，其中的
历史信息方可显露，但又因史家主体的差异而显露
不同。而这三个层次，自然也就成为衡量主体史学
素养的标尺。
我们从历史上一些史料的重大发现，可以更广

泛地说明史料发现的层次性现象：西晋人不准，在太
康二年盗发汲郡古墓时，以墓中竹简燃烧照明以寻
宝，当官方收之，多烬简断札，不准寻求的是墓葬中
的宝物，他哪里懂得这些竹简的学术意义？南朝萧
齐时，襄阳盗墓者盗发楚王墓，也以竹简当火把燃烧
照明，获取玉屐、玉屏风等所谓宝物，后人仅仅得竹
简十余枚，此盗墓者也只认玉屐、玉屏风为宝，在他
那里，竹简只有燃烧照明的实用价值。安阳殷墟甲
骨，多少农民和药材商只知道这是一味叫龙骨的中
药，可以治病，对上面的刻画符号视而不见，到了文
字学家王懿荣那里，其文字学价值方被发现，而只有
到了王国维和郭沫若那里，才超越了仅仅文字学式
的研究，钩稽出了甲骨文中所蕴含的殷商史的信息，
可他们二人所研究的问题、所选取的材料以及得出
的结论又有很大差异。再看敦煌文书，光绪末年法
国人伯希和来到中国敦煌，见当地人燃烧故纸，并将
纸灰调于水中，谓之神符，用以治病。伯希和惊奇地
发现，此乃唐人所写佛经，此前已不知道被烧掉了多
少。当地人当然没有伯希和的学术见识，他们和发
现藏经洞的王园箓道士一样，只知道这些故纸的实
用价值。更有说服力的是，这一消息传到北京，过了
很久学部才派人来收，拉到北京后，那些有文化的达
官名士，巧取豪夺，看重的仍然是其物利价值而非学
术价值，因为这些敦煌经卷可以卖到不菲的价格。
另外，笔者的亲身经历亦能说明史料发现与主体关
系的道理：记得儿时，我老家农村，有的用元碑盖房
修桥，甚至盖猪圈。当时懵懂少年，见之毫无反应，
当自己上了大学历史系，方知元碑的史料价值。但
其碑文中究竟有多少和怎样的元史的信息，非元史
专业的我，迄今也难以讲清。
实际上，关于史料发现的层次性现象，前人已经

给予了注意，只是没有进行归纳总结而已。宁可说：
“随着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认识方法、认识技术的
进步和认识方面、角度的转换，原来认为只属于某一
方面的史料，获得了多方面史料的意义；原来不认为
是史料的东西获得了史料的意义，甚至成为重要的
史料。”他以古人的契约账册、新石器时代的石斧、唐
诗等文学作品为例进行了说明，并接着说：“史料的
掌握和对其价值的认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一个

不断增加、拓展和深化的过程。”［３］（Ｐ１０９）信哉斯言！
二、史料三层发现之造成
是什么原因导致有的史料被发现而有的史料被

忽略、有的历史信息被钩稽出来而有的则沉睡在史
料中？通常说来，主要有以下因素在起作用：一是现
实的需要，二是史学理论与方法，三是史家的知识结
构和价值观念。
其一，现实需要引领史料的发现。
现实的需要包括现实的社会需要和现实的学术

自身发展需要两大类。史料浩如烟海，汗牛充栋，密
若秋荼，但它们都静静地躲在黑暗的角落里，只有现
实需要的光芒照耀那一片黑暗的角落，才能复活那
一片史料，才能激活其中包含的历史信息。史料由
潜在变为显在、由显在变为具体，在许多情况下都是
现实的逼迫促使史家打捞的结果。当中国社会危若
累卵，需要认清中国社会性质之时，便有了社会史的
论战；在洪水肆虐的年月里，人们会特别关注水利史
特别是抗洪史的研究；当某种疾病流行于社会之际，
人们会回头研究历史上的瘟疫问题；当地震发生之
后，人们会倾向于选择历史上抗震救灾的课题；当道
德堕落的时候，儒家德教的文章便铺天盖地；在环境
问题极端突出的今天，人们甚至会创立一门分支学
科———环境史……对这些历史研究领域的关注，自
然也引发了对这些领域里史料的发现，学术在社会
需要这根绳子牵引下迈步向前，相关的史料也不断
地被挖掘出来，或被重新解读。
现实的需要自然还包括学术自身发展的需要。

社会分工使得学术日益独立，在一定意义上脱离现
实的社会需要越来越远。在学术自身发展的过程
中，也会出现学术自身需要解决的问题，形成史家的
课题，从而扩张了史料的范围，加深了对史料的认
识。比如金石学的产生是古代经学自身发展的一种
需要；乾嘉时期的许多史学家的研究课题及其所运
用的史料，与当时的社会需要也没有直接的关系，应
是中国史学发展至此，需要总结的一个后果。
其二，史学理论与方法激发史料的发现。
史学理论与方法对史料的发现应该有着更重要

的意义，因为现实的社会需要是对所有学科共同提
出的，是否能为史家所关注并回应，尚难保证，所以
还应从史学内部寻找原因。
王汎森指出，由于晚清新思潮特别是进化论的

引入，比较敏感的人认为，这是一个重新理解中国古
代历史的机会：“原本‘缙绅先生’所不能接受、不‘雅
驯’的史事，那些在古代图书分类系统中可能被归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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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类而不是历史类的文献，乘着新思潮的浪头而
一下子活了起来，甚至被认为可能更符合古代的事
实。”［８］（Ｐ４６）从中外史学史上看，这种现象可谓屡见
不鲜：兰克史学观念引发了史家对原始档案材料的
开发；心理史学方法促进了史家对回忆录、私人日记
史料的发掘；计量史学方法触动了史家对账簿、工资
单、投票记录等史料的搜集；中外交流史的理论则激
起了人们对域外汉籍的高度重视……多种多样的历
史观念在一直不断地复活着一片片的史料，使得史
学的研究日益全面细致。
如傅斯年对史料的高度重视，就与近代西方史

学思潮密切相关。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
中，他既强调“材料”，又特别注重“工具”。他所讲的
工具，就是自然科学的方法。在这篇宏文中，他开篇
即确立历史学的特点：“历史学不是著史。著史每多
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
作文章家的本事。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
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
史料，所以近代史学所达到的范域，自地质学以至目
下新闻纸，而史学外的达尔文论，正是历史方法之大
成。”［９］（Ｐ３）他要与传统的伦理式、文章式的史学划
清界限，并极力主张“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
物学地质学等同样”［９］（Ｐ１０）。正是西方的理论和方
法，使得傅斯年及历语所的学者发现了许多不为他
人所知的新史料，比如历语所考古组对殷墟的发掘，
不再只关注带文字的甲骨，而是注重了考古地层问
题，同时将牛角、蚌壳、人骨、陶片、战具等当作一等
史料看待。再如，在社会史理念盛行之下，原来不被
当作史料的材料也进入了史料范围，原来的政治史
史料被从社会史的角度来解读了。进入新时期以
来，农民战争史研究受社会史理论与方法的影响，就
变成了社会史中的古代农民社会阶层的研究。王学
典对社会史地位的提高所激发的史料新发现有过一

段阐述：“随着社会史研究地位的提高，以前不被传
统史学注意的一些史料的价值被充分发掘出来。如
法庭的证词和案例可以成为社会关系的注释，遗嘱
是宗教信仰的标志和家庭财产分割的证明，税收清
单是了解普通人经济状况的有效途径，从出生、婚姻
和丧葬的登记可以分析人口变动的趋势。”特别值得
一提的是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希尔等人“从上往
下看”的历史观，导致了“在他们的笔下，不仅工人阶
级受到关注，奴隶、乞丐、仆佣、流浪汉乃至盗匪都成
为研究的对象”［１０］（Ｐ３００）。
但我们同时应该注意，一种史学理论和方法在

激发某些史料及史料的某些方面信息的同时，也无
形中遮蔽和废弃了一些史料。如在史学史研究领
域，近代以来用西方的理念挖掘出了王夫之、崔述、
章学诚等所谓史学大家，而对史学史中非西方的或
不合西方口味的古代史学中的大项———传统历史编
纂学等问题及其史料，则睁眼不见，弃之如敝屣，这
种状况直至近些年才有所改变。
其三，主体的知识结构和价值观念制导史料的

发现。
傅斯年曾有疑问：“玩古董的那么多，发明古史

的何以那么少呢？”［１１］（Ｐ４）这一疑问的答案应是，玩
古董的人根本没有古董是史料的意识和相应的历史

知识储备。史料及其蕴含的信息被某些人发现了，
被另外一些人忽略了，这与史家的知识结构有极大
关系。傅斯年说：“譬如我们要掘地去，没有科学资
助的人一铲子下去，损坏了无数古事物，且正不知掘
准了没有。如果先有几种必要科学的训练，可以一
层一层的自然发现，不特得宝，并且得知当年入土的
踪迹，这每每比所得物更是重大的智识。所以古史
学在现在之需用测量本领及地质气象常识，并不少
于航海家。”［９］（Ｐ６－７）“科学的训练”正是史家知识结
构问题。Ｊ．盖迪明也强调了知识结构对史料发现的
重要性：“一个客体之所以是史料，只是因为有这么
一个人，对他来说它不仅是‘普通’的客体，而且是一
个符号，也就是说，这个人具有能使他把该客体同过
去的客体或事件联系起来的适当知识。”［４］（４１６）张耕
华则更进一步在知识结构的基础上指出了认识图式

的重要作用，他说：“我们常常会看到这样一种情况：
许多历史事实并非在史料中没有反映，然而，由于它
们还处于我们的认识图式的辐射范围之外，我们对
它们的存在便会熟视无睹。只有我们改变了原来的
认识图式，这些史事才会进入我们的研究范围，成为
我们研究的对象。”［１２］（Ｐ１３３）亦即史料中潜伏着历史
信息，认识图式的变化会导致史料的新发现。
制导史料发现的最本根的因素应该是主体的价

值观念。当年钱穆在《中国历史研究法》开篇《序》中
就说：“近人治学，都知道注重材料与方法。但做学
问，当知先应有一番意义。意义不同，则所采用之材
料与其运用材料之方法，亦将随而不同。”［１３］（Ｐ１）其
所讲的“意义”恐怕就是指的人的价值观念。王学典
说：“历史研究者的价值准则决定了哪些史实可以进
入历史叙事，哪些人物可以登场，哪些资料可以入选
其中。而且，哪些史实可以进入中心位置，受到格外
强调，哪些人物应该成为历史叙事的边缘部分，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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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的蔑视，也大都由价值准则和利害关系来左右。
在历史叙事中，与‘理论预设’相比，‘价值准则’可能
带有更根本的性质。”［１０］（Ｐ１１－１２）在阶级社会中，阶
级性是价值观的集中体现。荣孟源在谈到“文字史
料的阶级性”时说：“‘史义’和‘史识’就是阶级观点，
在史学中起着决定作用。史义不同，取材、叙事和议
论就不同，行文用字也不同。”［１４］（Ｐ３８－３９）荣氏的论
述虽然带有浓厚的时代色彩，但却从一个角度说明
了问题的实质所在。王汎森曾经对比过各式人等对
明清内阁大库档案的态度：无知的官员准备奏毁；有
学识的士大夫如章梫、傅增湘、李盛铎等关注的是其
中有没有宋版书；只有受过西方近代史学熏陶的傅
斯年、陈寅恪等人，才会高度重视这些档案的史料价
值。王汎森认为，“这其实相当准确地反映了清代儒
者的知识观及价值观”［８］（Ｐ１１３）。不同的知识观、价
值观决定着主体是否将其所逢着的材料当作史料，
也决定着史料的意义和价值大小。
三、史料三层发现的一些启示
从史料发现的三个层次，我们看到，主体对史料

的发现具有决定性意义。史料无声地呆在某个地
方，没有主体与之对话，它永远是冬眠着的，当主体
的春天到来时，它才苏醒过来。史料发现的三个层
次这一史学现象，至少能够给我们三点启示，一是应
具有泛史料意识，二是要树立史料平等的观念，三是
须高度重视史家修养。
其一，包括史家在内的一切主体，都应具有“泛

史料意识”。主体泛史料意识的缺乏，一是会导致史
料的人为破坏和流失，二是会延迟历史学的发展。
李剑鸣说：“今天，史家必须具备‘泛史料意识’。但
凡保留过去信息的东西，都具有史料价值，关键在于
从什么角度来解读和使用。……史家应当对史料保
持敏锐的意识，不放过任何可能为自己的课题提供
信息的材料。”［１５］（Ｐ２４０）历史信息之存乎人类遗迹
者，正如庄子之“道”，可谓“无所不在”，因此，正如梁
启超所言，倘若善用，“牛溲马勃”亦自有其价值。实
际上，许多古代史家已经具备了这种意识，清代王鸣
盛说他写《十七史商榷》，正史之外，“又搜罗偏霸杂
史、稗官野乘、山经地志、谱牒簿录，以暨诸子百家、
小说笔记、诗文别集、释老异教，旁及于钟鼎尊彝之
款识，山林冢墓、祠庙伽蓝碑碣断阙之文，尽取以供
佐证，参伍错综，比物连类，以互相检照，所谓考其典
制事迹之实也”［１６］（Ｐ２序）。近代史家更是建立起了
一切遗迹皆史料的理念，只不过他们都是针对史家
而言的，没有普及于大众百姓。

其二，史家要树立史料平等的观念。从潜在意
义上说，一切历史的遗痕对历史研究的价值都是一
样的，史家应该树立起史料价值平等的观念。事实
上，只有相对于具体的研究问题时，史料才分出了等
次，这是证据的优先，不是史料类型的优先。当前史
学界在史料价值观方面有着令人担忧的偏颇，那就
是过于注重新史料特别是出土文献，而对旧史料有
意无意忽视或避弃。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出
土文献源源不断，跟进的研究也一浪高过一浪。虽
然出土文献没有经过地面流传时主体的“污染”，对
历史研究可以起到纠谬、补正甚至是拓展的作用，但
这类史料毕竟片段、零散，不与传世文献相结合，其
史料价值很难有效地激发出来。从逻辑上讲，新与
旧是相对的，一些史料相对于整个史学界是旧的，但
相对于个体的研究者可能就是新的。一个没有读过
二十四史的历史初研者，二十四史中的史料对他而
言至少在第三个层次上就是“新”的。因为迄今为止
的历史研究工作，都首先还是个体的劳动，虽然有分
工合作，但面对史料的时候，只能就这一研究者来谈
史料的新与旧。所以，问题的关键还在于主体，传世
文献和出土文献本身没有价值高低之分，价值是主
体赋予史料的，这与主体研究的需要或研究的问题
相关联。这种一味追寻新史料的风气在近代也出现
过，罗志田指出：在近代史料观念不断扩展的同时，
史学界也出现了某种只是注重新史料而不读常见书

的风气，但有人对此不满，极端者如邓之诚，则自称
只用二十四史来做研究［１７］。实际上，真正取得成就
的史学大家，都非常重视旧有史料。蒋汝藻在《观堂
集林·序》中评价王国维：“盖君于乾嘉诸儒之学术
方法无不通，于古书无不贯穿，其术甚精，其识甚锐，
固能以旧史料释新史料，复以新史料释旧史料，辗转
相生，所得乃如是之多也。”［１８］（Ｐ５）王国维本人也说
过：“故此新出之史料，在在与旧史料相需。古文字、
古器物之学，与经史之学实相表里，惟能达观二者之
际，不屈旧以就新，亦不绌新以从旧，然后能得古人
之真，而其言乃可信于后世。”［１８］（Ｐ６９７）而吕思勉、钱
穆等史家，几乎不用新史料，依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
史学成就。可以说，仅仅依靠新出土文献无法取得
研究的有效成果，甚至研究本身都不能开展，而仅仅
依靠传世旧史料，则依然能够取得史学研究的重要
成就。这里也并非贬低新出土文献的价值，而是呼
吁人们树立起平等的史料价值观。即使说发现一条
新史料就象天文学上发现了一颗新星，但也不能弃
旧追新，应该是新旧并重。这正如围棋对弈，落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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枚棋子，可能激活一片，但对其它棋子及整体布局没
有把握，又怎能发挥其作用？
其三，当前应该高度重视史家修养问题。历史

研究最终落实为史家与史料的反复对话，史家在史
料发现的每个层次都有着很强的主动性。史家修养
的高低决定了其研究能够进达哪一个层次，而对于
史家修养的重视，目的正在于使人尽快抵达第三个
层次。严耕望说：“研究历史要凭史料作判断的依
据，能有机会运用新的史料，自然能得出新的结论，
创造新的成绩，这是人人所能做得到的，不是本事，
不算高明。真正高明的研究者，是要从人人能看得
到、人人已经阅读过的旧的普通史料中研究出新的
成果，这就不是人人所能做得到了。”［７］（Ｐ２３）这段话
的背后，隐含着对史家修养的重视之意。我们发现，
当前的博士和硕士论文，由于数据库的广泛使用，资
料胪列，引征繁富，看似颇有功夫，但往往到此为止，
没有理论的分析与提升，即使就史料的选择上，也多
有断章取义的地方。这也是研究者的史学修养不够
造成的。赵世瑜曾说：“一方面，我们今天对档案、碑
刻、族谱、契约文书也许越来越熟悉了，但对正史中
的《五行志》、《礼志》或者地方志中的《星野》越来越
没人懂了，甚至很多常识都变成了谜题。另一方面，
也许更可怕的是，我们手边的资料越积越多，用到下
辈子写文章都够，但思想呢？”［２０］（Ｐ１３１）这实际上是
要求史家在知识结构和理论方法上下功夫。可以
说，史家修养正如探照灯，它可以凸显一片史料；又
如照妖镜，可以鉴别史料的真伪。史家修养能不受
到高度重视乎？！

参考文献：

［１］［法］朗格诺瓦，瑟诺博司．历史研究导论［Ｍ］．李思纯译．北

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
［２］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Ｍ］．汤志钧导读．上海：上海古籍

出版社，１９９８．
［３］宁可．史学理论研讨讲义［Ｍ］．福州：鹭江出版社，２００５．
［４］［波］耶日·托波尔斯基．历史学方法论［Ｍ］．张家哲等译．北

京：华夏出版社，１９９０．
［５］［英］Ｅ．Ｈ．卡尔．历史是什么［Ｍ］．陈恒译．北京：商务印书

馆，２００７．
［６］李振宏．论史家主体意识［Ｊ］．历史研究，１９８８，（３）．
［７］严耕望．治史三书［Ｍ］．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８．
［８］王汎森．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Ｍ］．上海：复旦大学出版

社，２０１０．
［９］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Ｊ］．国立中央研究院历

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一分，１９２８．
［１０］王学典．史学引论［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
［１１］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傅斯年史学文辑［Ｍ］．雷颐点校．北

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１２］张耕华．历史哲学引论［Ｍ］．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１３］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Ｍ］．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

书店，２００１．
［１４］荣孟源．史料与历史科学［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
［１５］李剑鸣．历史学家的修养和技艺［Ｍ］．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２０００．
［１６］王鸣盛．十七史商榷［Ｍ］．黄曙辉点校．上海：上海书店出版

社，２００５．
［１７］罗志田．史料的尽量扩充与不看二十四史［Ｊ］．历史研究，

２０００，（４）．
［１８］王国维．观堂集林［Ｍ］．彭林整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

社，２００３．
［１９］赵世瑜．旧史料与新解读：对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再反思［Ｊ］．

浙江社会科学，２０１２，（１０）．

责任编辑：杨春梅

Ｏｎ　Ｔｈｒｅｅ　Ｌｅｖｅｌｓ’Ｆｉ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ＺＨＡＮＧ　Ｑｉｕ－ｓｈｅ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Ｔｉａｎｊｉｎ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Ｔｉａｎｊｉｎ３００３８７，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ｆｏｒ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ｉｓ　ａ　ｒｅｐｅａｔｅｄ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ｃａｎ　ｂｅ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ｉｎｔｏ　ｔｈｒｅｅ　ｌｅｖｅｌｓ：ｆｉｎｄ　ｈｉｓ－
ｔｏｒｉｃ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ｆｉｎｄ？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ｆｉｎｄ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ｃａｌｓ．Ｔｈｅ

ｆｏｒｍｉｎｇ　ｒｅａｓ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ｌａｙｅｒ　ｉｓ：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ｎｅｅｄ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ｔｙ，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ａｎ’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ｖａｌｕｅｓ．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ｌｅｖｅｌｓ’ｆｉｎｄｉｎｇ　ｔｅｌｌ　ｕｓ：ｗ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ｈａｖｅ　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ａｌｌ　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
ｉｃａｌ　ｍａｅｅｒｉａｌｓ，ａｎｄ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ａｎ　ｔｕｔｅｌａｇ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ｓｕｂｊｅｃｔ；ｆｉｎｄｉｎｇ

０４


